














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欧洲公约》（第 33 条）、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》（第 11 条）、
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》（第 47、48、49 条）所规定的指控机制是强制性的，可以直接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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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欧洲人权公约》生效到 1990 年的 40 年间，欧洲人权委员会只受理了 18 件缔约国间指控
的案件， 分别是：1956 和 1957 年， 希腊两次指控英国；1960 年， 奥地利一次指控意大利；
















［5］ Joseph S. Nye, Jr.，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, Foreign Affairs，July/August 1999，pp.27，31，32.




















在这种情况下，A 国指责 B 国，就意味着即使 A 国不获益而 B 国也要受损，反之亦然。
显然，对 A国来说，a1b2 是最佳选择，即 A 国不受损，B 国受损；对 B 国来说，a2b1 是最佳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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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15］ 关于公共诉讼以及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两者之间关系的系统阐释，See Alfred P. Rubin，Actio

















指控机制实施过程中的危机已经引起了相关条约机构的重视。 在最近发布的第 31 号
一般性意见中，人权事务委员会对此表达了关切：一方面，强调缔约国参与指控机制实际上
是在履行条约义务；另一方面，更强调缔约国参与指控机制实际上是一种维护自身利益的
权利。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此的论证逻辑和内在理路是：首先将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下所负担
的人权保护义务界定为“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”，然后基于此认定国家违反国际人权法下
义务的行为是对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，因此任何国家都有权利抵制此种行为，这种抵
制行为应当被视为是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，从而也是捍卫自身利益的行为。 一言
以蔽之，人权事务委员会意图通过把缔约国参与指控机制的行为定性为“公共诉讼”从而提
高该激励机制的有效性。 ［15］
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，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上述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“建构
主义”的性质。 它试图通过改变国家对指控机制的集体认同，从而扩张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理
解，进而推动国家积极参与指控机制。 这一建构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引领指控机制走出
使之畏葸不前的泥淖，目前尚不得而知。 但是，共存国际法、合作国际法到人权国际法的演
变轨迹已成为国际法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。 这意味着身处当今的任何人、任何国家都理应
更加具备宏大的人类整体意识，而这恰恰正是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希望之所寄。 为此，我们也
许应当始终铭记约翰·亚当的名言：“没有任何人是与世隔绝自行存在的孤岛； 每个人都是
大洲陆地的一部分；如果海水冲走一块土石，欧罗巴就少了一角，正如一片流失的岩岬，也
正如失去你自己或你朋友的家；每个消逝的生命都是我的损伤，因为我与整个人类相通；因
此，莫问钟为谁鸣，它就为你而鸣！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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